對當前社會問題的幾個看法

　　由於人口集中、幅員不大以及傳播等系統中央化及可快速動員的傾向，在台灣地區近年來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政治的、社會的，或是經濟的，都很快地影響到整個社會。尤其，最近，重大犯罪事件更造成很大的震撼。許多人都感覺到似乎我們整個社會有相當嚴重的問題存在。有的人認為這是脫序或解組的現象，也有些人主張重建新的社會倫理已刻不容緩。實際上，究竟我們的社會在快速的現代化過程裏是否真正發生了嚴重的缺陷，這些缺陷到底是些什麼？如何來進行適度的變革？實在是衆說紛紜，很難有明確的答案。這篇文章對這些問題並無意提出正確的解答。只是想把一些可能的答案做有系統的陳述，提供有心人做參考。若要真正搜索出問題的癥結而提出有效的對策，似乎需要推動實際而深入的研究才可能做得到。

　　基本上，我們認為可能有三個重要的因素造成目前的狀況，這三個因素也極可能持續地對台灣社會的狀況形成重大的影響，我們所謂的三個因素乃是社會流動、制度調適和價值衝突。

　　由於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整個產業結構的巨大而持久性的變遷，使得人們不論在地理上的流動，職業上的變動以及相伴隨的其他各種社會流動現象變成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基調。這些社會流動的現象使得社會處在不斷的變動中，生活在其間的人不得不隨時調適。當因流動而形成調適不良狀况時，不只變成個人的問題，如果有多數的人都在調適上面臨問題，則社會問題甚至於變態及犯罪狀况就會增加。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安排上的不盡理想。每一個社會原來有一套彼此在功能上有相互關聯的制度佈局·。可是當一個社會處於劇變的情勢中時，各個制度之間可能產生失常的現象，因而引發社會的不安與異常。

　　如果把價值當作是一種社會制度，在變遷中的社會價值不只有新舊的衝突，更有多元的傾向，社會羣體中會有一部份人因價值衝突狀况而會有無規範控制的情形。以上簡要地指出可能導致社會異常的三個重要因素，現分別就台灣地區的實際情况來加以探究。

社會流動是不安定的因子之一
　　台灣地區在社會流動速率上的加快，不只可從衆多經濟、人口以及社會指標中看出，就是一般大衆都會有所感覺。例如，台北都會區的急速膨脹以及因膨脹而形成的諸多問題是很多人都知覺到的。容觀的社會經濟指標也明顯地指出了社會流動快速的事實。在收入方面大致上自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九年間增加了五倍（全部以六十五年的幣值計算），十萬人以上的都市人口也自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成有餘。從事農業人口也自過半數降至三成左右。再加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會流動益趨頻繁。如果從地理上的流動來看，我們可以從台灣地區每人各年運程看到相當驚人的發展。在民國四十一年時，平均每人運程為三百四十三里，到了六十九年就高達一千四百七十二公里，為前者的四．三○倍。這說明了人們地理性移動的情况在增加，其中除了包括與個人職業有關的流動外，也涵括了現代人口不穩定的特徵。由於這些流動的現象，已或多或少影響了人們的家庭以及社會生活。當大部分人都可以順應這些流動的趨勢，適應得相當理想外，有少部份人却因此面臨一些問題，當這些問題個人可以解決時，那只不過成了適應的結果。然而，當有些人無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對他個人而言自然是一種失調，也是一種痛苦的經驗。同時，對社會而言，這種案件的增加就會造成社會的困擾。舉例來說，一方面由於交通方便，另一方面則由於求職上的需要，目前愈來愈多的夫妻在兩個不同的地點上班或就業，短距離的就如在台北、桃園兩地，這對家庭生活的適應影響並不明顯。但是當夫妻兩人分在台北、台中就業，問題就不那麼輕鬆了。天天通勤並不太可能，於是家庭的生活自然受到影響。這種影響不只對夫妻關係是一種挑戰，對於子女的管教及社會化更有相當的不利，或許這種情形多半發生在年輕夫婦身上，一時還看不出嚴重性，可是長達來看却不可等閒視之。由於流動所形成的對社會負面的衝擊，可能還有些更嚴重的現象。例如鄉區居民移往都市，除了部分由於往上流動而獲得較穩定的狀况外，有不少民衆都是處於不甚穩的狀况。換言之，都市地區固然有着較多的就業機會，但並不是完全合乎遷移的需要的。有不少人可能會變成都市的遊民，也有相當數量的低階層民衆在不甚良好的狀况下勉力適應。在台北都會區這些人更有聚集的情形，三重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種人口不只其穩定性低，同時由於生計困難而會形成有問題的副文化。再加上前述遊民的特性，自然變成了社會不安的部分來源。更由於這種低階層都市文化的感染，使得鄉村地區也受到相當不良的影響。如某些山地部落，原來是十分純樸的，却因都市年輕人的囘鄉而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最後，在最近許多犯罪案件來看，犯案者之機動性，亦卽此處所謂的流動性已大幅度的增加，這少數份子流動性的增加對社會治安更是一大威脅。

社會制度難以促成動態的均衡
　　當社會面臨許多內外結構力量的衝擊不得不變時，如果要社會不發生問題，各類社會制度之間必須要有動態的均衡關係。此處所謂的社會制度涵蓋甚廣，包括了政治、經濟、教育、家庭、法律等等。根據一般瞭解，為了有效因應而爭取生存，許多民間的企業都能隨時調整。再加上我們一直强調經濟發展為最重要的目標，經濟制度上似乎進展十分良好。不過其中也還有因過份强調經濟，而使得某些不合理的現象對社會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例如只為成就不擇手段，具體而言、卽呆帳、經濟犯罪的問題。這些問題初看起來只是輿論者、民意代表炒熱的「政治」問題，實際上對台灣地區的社會安定來說具有嚴重的破壞力，韓國能大義滅親地快速處理經濟犯罪問題，我們却不能，這是很大的隱憂。

　　除了經濟制度有着某些缺陷外，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制度性危機，可能主要在於官僚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

　　我們的官僚制度雖經歷近代的各種變革，但基本上仍有着濃厚的傳統氣息，這種傳統氣息簡單來說就是做「民」衆的「主」人而不是公僕，以及高度「藝術化」的推拖拉功夫。換言之，公務人員，在目前的制度及氣團下，欠缺把人民當主人而又敬業的精神。當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社會變遷在加速進行時，官僚制度由於以上的特性却變成了進步的絆腳石，更容易對社會安全的維護有其不利的影響。

　　教育制度原本應該是社會變遷以及人們追尋較充實而美滿生活的原動力，但是我們多在教育程度的提升上有輝煌的成就，但是教育對社會所形成的不良影響却是長期以來有心人所担心的。簡言之，我們教育決策當局「做官」的味道重於對理想及合宜「教育」目標的追尋。也因此對社會的進展，現代的教育固然提供了進步的動力，另一方面，教育官僚結構却成了妨礙的阻力。

　　家庭制度方面，在結構上的變遷已很明顯，但對於家庭的價值以及社會化的過程却有着不易調和的狀况。也就是說，在家庭倫理上以及養育方式上所呈現的多樣性，實際上却顯示了混淆與矛盾，法律制度上，目前雖已有變革的跡象，如優生保健法的提出，消費者保護法的推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但是，正如前警政署長孔令晟先生所指出的，我們的法律實在還不能有效地因應設會變遷需要而做適宜的變革。

　　由於社會制度上的諸多問題，使得社會難以達到動態的均衡狀態，也因此對社會問題的「惡化」有着相當的影響。

價值衝突促成倫理危機
　　價值的衝突通常是促成社會問題惡化的主因。中國社會在近百年來在西風東侵的狀况下，在價值上呈現多樣而矛盾的性格。在調和各種價值衝突和矛盾時，也由於廣義的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本身的問題，以及過分强調經濟誘因的緣故，常常碰到困境。在政治上，我們一面强調革命，另方面却鼓勵保守的傾向。革命和保守就變成了奇怪的組合，於是革命流於口號與形式，保守的精神却處處在牽制社會的進度與合理化過程。傳統道德的强調也多少與變遷的狀况難以配合，兩者所造成的內在緊張程度却形成了社會倫理的危機。近來，大家一會熱衷談論「第六倫」，一會又强調社會新倫理的建立，都在在顯示了這個危機。其中談到第六倫更充份顯示了傳統與當前變遷事實的矛盾。蓋講第六倫的人似乎先已肯定傳統的五倫，而這五倫有不少並不能切合當代社會的需要。由於以上所提之價值衝突與矛盾，使得社會有趨於「無規範控制」的狀况。在這個狀况下。少數的年輕人會感到無奈，大多數的民衆都還可勉力適應。但是，也有小部分的民衆傾向於與社會疏離，偏差甚至犯罪趨勢也因而加强。
[bookmark: _GoBack]
　　正如本文前言所說，本文只是大膽地提出幾項重要的因素加以粗略的解析。實際上，我們對台灣地區的社會問題瞭解十分有限，許多問題當有賴於更深入的檢討。不過，社會領導階層在當前却應該發揮「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氣，儘速籌謀短期暨長程的有效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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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社會問題的幾個看法


 


 


  


由於人口集中、幅員不大以及傳播等系統中央化及可快速動員的傾向，在台灣地區近年


來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論是政治的、社會的，或是經濟的，都很快地影響到整個社會。尤其，


最近，重大犯罪事件更造成很大的震撼。


許多人都感覺到似乎我們整個社會有相當嚴重的問


題存在。有的人認為這是脫序或解組的現象，也有些人主張重建新的社會倫理已刻不容緩。


實際上，究竟我們的社會在快速的現代化過程��


是否真正發生了嚴重的缺陷，這些缺陷到底


是些什麼？如何來進行適度的變革？實在是


?


說紛紜，很難有明確的答案。這篇文章對這些


問題並無意提出正確的解答。只是想把一些可能的答案做有系統的陳述，提供有心人做參考。


若要真正搜索出問題的癥結而提出有效的對策，似乎需要推動實際而深入的研究才可能做得


到。


 


 


  


基本上，我們認為可能有三個重要的因素造成目前的狀況，這三個因素也極可能持續地


對台灣社會的狀況形成重大的影響，我們所謂的三個因素乃是社會流動、制度調適和價值衝


突。


 


 


  


由於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整個產業結構的巨大而持久性的變遷，


使得人們不論在地理上


的流動，職業上的變動以及相伴隨的其他各種社會流動現象變成了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基調。


這些社會流動的現象使得社會處在不斷的變動中，生活在其間的人不得不隨時調適。當因流


動而形成調適不良狀


?


時，不只變成個人的問題，如果有多數的人都在調適上面臨問題，則


社會問題甚至於變態及犯罪狀


?


就會增加。


 


 


  


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制度安排上的不盡理想。每一個社會原來有一套彼此在功能上有相


互關聯的制度佈局


·


。可是當一個社會處於劇變的情勢中時，各個制度之間可能產生失常的現


象，因而引發社會的不安與異常。


 


 


  


如果把價值當


作是一種社會制度，在變遷中的社會價值不只有新舊的衝突，更有多元的


傾向，社會


?


體中會有一部份人因價值衝突狀


?


而會有無規範控制的情形。以上簡要地指出


可能導致社會異常的三個重要因素，現分別就台灣地區的實際情


?


來加以探究。


 


 


社會流動是不安定的因子之一


 


  


台灣地區在社會流動速率上的加快，不只可從


?


多經濟、人口以及社會指標中看出，就


是一般大


?


都會有所感覺。例如，台北都會區的急速膨脹以及因膨脹而形成的諸多問題是很


多人都知覺到的。容觀的社會經濟指標也明顯地指出了社會流動快速的事實。在收入方面大


致上自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


九年間增加了五倍（全部以六十五年的幣值計算），十萬人以上的


都市人口也自全人口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成有餘。從事農業人口也自過半數降至三成左右。


再加上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社會流動益趨頻繁。如果從地理上的流動來看，我們可以從台


灣地區每人各年運程看到相當驚人的發展。在民國四十一年時，平均每人運程為三百四十三


里，到了六十九年就高達一千四百七十二公里，為前者的四．三


○


倍。這說明了人們地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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